
 

 

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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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保障老年群体福利

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区县最低工资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堆

叠”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城镇老年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最低工资标

准每上涨 10%，我国城镇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 1.44 个百分点；（2）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

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男性、低技能、低财产性收入和来自东、中部地区的老年群体；（3）最低工资政

策显著提高了老年群体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和离退休再就业的概率，降低了离退休的概率，也显著提

升了老年群体的工资水平。根据结论文章认为，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和提高老

年群体福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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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2.64 亿人，占比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3.50%，比 10 年前上涨了 52.2%。此外，由于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无论是与青年群体的纵向

比较，还是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国老年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问题较为突出（汪伟

和王文鹏，2021）。①人口结构老龄化和较低的老年劳动参与率，一方面给公共财政支出带来巨大

压力（封进等，2021）；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使得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凸显，人

口红利逐渐消失，不利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中国政府不断优化

生育政策，②并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③

提高生育率和延迟退休年龄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措施，但这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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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OECD 就业数据库，2019 年 OECD 国家 55−64 岁群体的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平均为 62%，欧盟国家相应年龄段人群的就

业比重平均为 58.6%；而根据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19 年中国城镇地区 55−64 岁人群的就业比重只

有 40.1%。

② 2014 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开始推行，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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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效果。如何在短期内激活老年群体的潜在劳动力资源，对延长人口红利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

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较低的老年劳动参与率并非法定退休年龄偏

低唯一的作用结果。从保留工资的角度看，老年群体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是其在隔代照料、养

老金收入以及闲暇等方面获得的效用与参加工作获得工资效用之间权衡选择的结果。最低工资

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根据，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可能会对老年群体的就业意愿产生积

极影响。因此，研究最低工资对老年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对当前中国应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来

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已有关于老年劳动供给的研究主要从健康（French，2005；李琴等，2014；Blundell 等，2023）、养

老金（Blundell 等，2016；刘子兰等，2019）、隔代照料（封进和韩旭，2017）和延迟退休（汪伟和王文

鹏，2021）等角度进行探讨。最低工资作为保护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政策，较

少有文献研究其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考虑到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于中青年群体较低

（张川川和赵耀辉，2014），且年龄增长还带来了健康和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下降进而导致收入水

平下降（Ben-Porath，1967；Rogerson 和 Wallenius，2009），老年就业群体更易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

响，最低工资对老年劳动者的福利具有重要

的作用（Truesdale，2020）。图 1 为历年中国城

镇各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就业人口中受

最低工资影响群体占比的变化情况。从就业

群体来看，30 岁以下的年轻就业群体和 55 岁

以上的老年就业群体受最低工资影响较大，

60 岁以上的就业者中有超过 25% 的工资位

于或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且随着年龄

的 增 长 ， 该 比 重 进 一 步 提 高 。 且 从 2002 至

2009 年，年轻就业群体中受最低工资影响的

比 重 有 所 下 降 ， 但 老 年 群 体 的 比 重 依 然 很

高。相应地，城镇居民中 30−45 岁群体的劳

动参与率最高，45 岁以后开始大幅下降。

最低工资政策是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自 19 世纪

90 年代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始实行以来，学术界关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研究层

出不穷。但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均没有达成一

致结论（Neumark 和 Wascher，1992；Card，1992；Card 和 Krueger，1994；Dube 等，2010；Allegretto 等，

2011）。一方面，理论分析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效果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是否为完全竞争的

（Stigler，1946）；另一方面，研究结论的多样性还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为弱势群体、是否只包括了

正规部门以及对最低工资政策监管是否严格等因素（Welch，1974；Mincer，1976；Neumark 和

Corella，2021）。不同群体对最低工资政策有不同的反应。

Fang 和 Gunderson（2009）首次分析了最低工资对老年劳动力的影响，该文利用加拿大的数

据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促进了加拿大 50 岁以上群体的就业率。Brochu 和 Green（2013）

指出，最低工资在降低雇佣率的同时也降低了离职率，两种相反的作用共同决定了最低工资对

就业率影响的最终效果。相对于降低了青年就业水平，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对老年群体就业率

和离职率的影响相互抵消，最终对老年群体就业率几乎没有显著影响。Borgschulte 和 Cho（2020）

利用美国数据同样发现，最低工资显著增加了美国 62−70 岁的退休群体再就业概率。上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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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和受最低工资影响情况

注：作者根据 2002 年、2006 年和 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绘制。其中，受最低工资影响群体占比定义为：各年龄段中月工

资低于或等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人数占该年龄段总就业

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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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与已有文献对青年群体的研究结论迥异，说明老年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与青年就业市场存

在着较大差异。虽然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最低工资政策，但国内学者仅就最低工资对农民工

和低技能女性等脆弱群体的就业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罗小兰，2007；丁守海，2010；贾朋和张世

伟，2012；马双等，2017），却较少关注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利用 2002−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县的差

异，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城镇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显著增加了我国城镇老年劳动供给，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存在

于男性群体、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和家庭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中。考虑到最低工资的就业

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会产生偏误（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

本文借鉴 Cengiz 等（2019）提出的“堆叠”双重差分法（Stacked DID）进行了稳健检验，结果显示结

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最低工资对发达国家老

年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缺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讨论，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老年群体受教

育水平普遍更低，如何挖掘国内老年劳动力资源的潜力并保障低技能老年劳动者福利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第二，现有关于最低工资与老年就业的文献未能考虑到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为此

本文使用了“堆叠”DID 估计最低工资对老年就业的影响；第三，现有文献未关注老年人的具体

就业类型，本文则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也探究了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工资

的影响，为改善老年人群体福利提供了参考。

二、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

最低工资政策效应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Stigler 于 1946 年的经典文献。Stigler（1946）指

出，最低工资制度给企业带来了成本增加，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带来的工资上涨

会使得市场无法出清，进而导致部分劳动力失业。若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垄断的，则随着最低工资

标准的提高，企业的最优雇佣数量也会增加，进而会提高就业水平。当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摩擦等

情况而产生类似买方垄断情形时，最低工资也会增加企业的最优雇佣数量，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或增加社会总体福利（Burdett 和 Mortensen，1998；Flin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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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Borjas（2019）关于最低工资与就业的经典理论阐述，图 2 给出了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

的理论分析图。图 2a 为完全竞争市场中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政府未制定最

低工资政策时，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会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劳动力雇佣水平为 ，工资水

平为 。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水平，避免工资水平过低，政府通常会制定一个比均衡工

资 更高的最低工资 。更高的工资水平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此时企业的最优雇佣

规模为 。而更高的工资水平会提高劳动力供给水平，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出现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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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 展现了垄断情形下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实施最低工资政策前，为追

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最佳雇佣决策为边际成本等于员工的边际产出（即图中 A 点），此时企业的

雇佣人数为 ，工资为 。当政府将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为 时（ ），企业的边际成本线为图

中黑色粗实线，在 点之前企业面临的边际成本始终等于最低工资水平，低于边际产品价值，但

当企业雇佣规模超过 时，其面临的边际成本将超过边际产品价值，因此，企业的雇佣规模最佳

点为 。同样地，当政府进一步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 时，企业最佳雇佣人数将进一步提高至

。从图 2b 中也可以看出，在垄断情形下，最低工资的上升将促进保留工资水平位于 和 之间

的人群就业，而这部分人群可能是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就业意愿相对更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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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类型的影响

 

老年劳动力具有较低的流动性，更偏好于当地就业，这为形成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提供

了条件（Fang 和 Gunderson，2009）。相对于低技能工作或非全日制工作来说，青年换工作的成本

较低（Ehrenberg 和 Smith，2017），很小的工资差距就可能促使青年转换工作，因此青年劳动力市场

更接近竞争性市场模型。而对于老年劳动力而言，受制于自身健康或家庭因素，寻找新工作会产

生较高的成本和额外的风险，因而更注重工作的稳定性（Brochu 和 Green，2013）。在买方垄断的

老年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可能会增加企业雇佣量，有助于提高低技能老年劳动

者的福利（Stigler，1946；丁守海，2010）。

Welch（1974）根据劳动者是否受最低工资制度保护，首次引入非正规部门（不受最低工资制

度保护的部门），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正规部门的劳动

力需求，但提高了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水平。Burdett 和 Mortensen（1998）以及 Flinn（2006）通过劳动

力市场的搜寻模型以及劳动者和企业的谈判机制，认为搜寻摩擦会产生类似买方垄断的市场效

果，从而论证了最低工资会增加就业。。

De Fraja（1999）从劳动合同的多维性论证了最低工资的提高并不会挤出就业。为了应对最

低工资的外生冲击，企业会通过改变员工的工作状态和环境，如提高员工的劳动强度、挤压非货

币福利等缓解成本压力。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一方面会导致员工在最低工资处聚集；另一方面还

会产生溢出效应，提高原本高于最低工资的员工工资水平。Flinn（2006）基于搜寻−匹配模型提

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失业成本变高，进而更多失业者加入搜寻工作的队伍中，搜寻−匹配

效率会随着搜寻者人数的增加而提高，从而有利于增加就业。

从生命周期角度来看，相比于青年期，老年期保留工资相对较高。相对于青年群体，老年群

体更加注重健康和家庭生活，进入老年时期后，个体将会重新考虑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提高

闲暇的效用（Soidre，2005；Kooij 等，2008），并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从而拥有更高的保留工

资或保留效用（Gordon 和 Blinder，1980；De Coen 等，2015）。文中也显示了劳动参与率与年龄呈倒

“U”形，中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劳动力市场相对饱和，而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蕴含较

大的提升空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方面会增加老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

会使得部分保留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老年群体重新参与劳动或延长工作年限。基于 Flinn（2006）

的搜寻−匹配效率理论，劳动力市场中老年群体的增加会提高搜寻−匹配效率，因此，最低工资

标准的提高有利于增加老年群体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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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我国于 1993 年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确立了最低工资的法律地位，同年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叶林祥等，2015）。与

法国和德国等实施的单一最低工资标准不同，中国将设定最低工资的权限下放至地方政府，由

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制定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省份再根据内部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设定不同档次的最低工资标准，最终形成以区县为最小行政单位的最低工资标准体系。本

文利用最低工资在区县层面的差异，识别其对老年群体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

（Card 和 Krueger，1995；Allegretto 等，2017），首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如下：

LFPict = βlnMW ct +Xict +Dct +∅c+ϕpt +εict （1）

c t i LFPict c i t

lnMW ct t c Xict

Dct

∅c

× ϕpt εict

其中， 表示地区（区县）， 表示年份， 表示个体。 为 区县的个体 在 期的劳动参与情况，若

参与劳动力市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为 时期地区 的最低工资对数。 为个体特征变

量及所在家庭的特征变量，包括个体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家庭规模、少儿人口占比和

老年人口占比。 为城市层面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人均 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岗职工人数

和年末总人口数。 为区县固定效应。此外，由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通常由各省根据自身经济水

平自主确定，各省份调整最低工资的时间存在差异，为了控制不同省份的不同时间效应，本文控

制了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 为随机误差项。

Is× t

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研究通常会得出最低工资损害就业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最低工资增

长较快的地区对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更低，从而导致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存在着“伪因果”的关

系（Dube 等，2010；Allegretto 等，2011）。为了剔除这种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参考 Dube 等

（2010）和 Dube（2019）的做法，在（1）式中进一步加入地区时间趋势项，①即 ，得到（2）式作为本

文的主回归方程：

LFPict = βlnMW ct +Xict +Dct +∅c+ϕpt + Is× t+εict （2）

2. “堆叠”DID。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估计多期 DID 的常用方法，但当处理效应存在时

间异质性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会产生偏误（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œuille，

2020）。已有文献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政策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Meer 和 West，2016）。近几年，针对传统估计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国外学者提出了估计多期

DID 的新方法（Cengiz 等，2019；Goodman-Bacon，2021；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为了进一步

验证结论可靠性，结合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特征和使用数据的限制，本文借鉴 Cengiz 等（2019）提出

的“堆叠”DID（Stacked 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堆叠”DID 是基于事件分析的一种估计方法：首先，对多期 DID 中的每个不同事件生成单

独数据集，每个数据集中仅保留受处理的实验组和从未受过处理的干净控制组（Clean control）；

再将所有事件的数据集合并起来，从而估计所有事件的一个平均处理效应。该方法之所以能克

服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产生的偏误，是在于寻找到一个在事件期间内不受处理的干净控

制组，这样能避免出现较早受到处理的实验组被作为晚处理实验组的对照组。结合中国的实际

情况，本文发现仅辽宁省在较长时间内（2002−2005 年）未调整过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期，黑龙

江、江西、河南和甘肃四省份仅调整过一次最低工资标准。资标准。②因此，本文将辽宁省设定为

  2023 年第 3 期

① 通常同一个地级市内的各区县最低工资是同步调整的，因此本文的地区时间趋势项采用的是地级市时间趋势项。

② 其中，河南省在 2005 年 10 月调整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本文假设其尚未影响当年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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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控制组，将黑龙江、江西、河南和甘肃四省份视为实验组，根据各地最低工资上涨实际情况，

将事件处理前两期至后两期纳入研究。参考 Cengiz 等（2019）的研究，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LFPitk =
∑2

τ=−2
ατIτitk +µik +ρtk +Ωitk +εitk （3）

k LFPitk k i t Iτitk
t+τ µik ρtk

Ωitk εitk

其中， 为事件对应的数据集； 表示数据集 中的个体 在时间 时是否参与劳动； 为虚拟变

量，若 期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则取值 1，否则为 0； 和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

定效应； 为控制变量， 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本文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2−2009 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数据（UHS），涵盖了北京、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

庆、四川、云南和甘肃 16 个省份与直辖市。借鉴 Gruber 等（2009）关于年龄段的划分，本文研究的

对象为 56 至 70 岁老年群体，且删除自雇和在农林牧渔业就业的样本。考虑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流动人口返乡概率变高。为了避免这种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流动人口样本，仅研究

城镇本地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 113 599。①

本文使用的区县层面最低工资数据，主要通过浏览各地政府官方网站和查询各地关于最低

工资政策法规文件等方式手工收集得到。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各地级市的人均

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岗职工人数和年末总人口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此外，为了

分析最近时期最低工资变动对于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也采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

（CHIP）于 2013 年和 2018 年所做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

（三）变量。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的劳动参与情况。根据城镇住户调查问卷中个体

的就业变量信息，本文将就业人员和待业人员定义为劳动参与，取值为 1，其他人员取值为 0。关

于最低工资变量，本文参考马双等（2017）的做法，根据各区县每年的具体调整情况，若当年发生

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则按照调整前后不同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时间长短进行加权平均，否则无

需调整。②

表 1 为分年龄段统计的各群体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特征情况。就劳动参与率来说，31−40 岁

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最高，而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青年、中年群体，其中 55 岁以上老年

人的劳动参与率仅为 18.1%。从就业情况来看，老年群体的就业率仅为 17.2%。从劳动参与率和

就业占比比较来看，青年群体失业率相对较高，而老年群体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家庭财产性收入

是影响个体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平均来看，与年轻群体相比，老年群体所在的家庭财产性

收入最低，这说明老年群体总体上缺乏足够的财产积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会有较强的就

业意愿。教育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受

教育程度来看，31−40 岁年龄段中有接近 70% 为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20−30 岁群体中该比例接

近 90%；相比较而言，55 岁以上老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最低，其中有超过 56% 未上过高中，更有

22% 未上过学或仅上过小学。因此，老年劳动力群体更易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

在受雇样本中，随着年龄的增加，周工作时间逐渐减少。从月工资收入来看，20−30 岁的年

轻受雇群体的平均工资最低；55 岁以上老年群体的平均月工资为 1 437 元，高于其他年龄组受雇

群体，而 20−30 岁年轻组的平均工资最低，这主要是由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缘故。与当地最低

颜    迪、张    尉、罗楚亮：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① 最初的样本规模为 784 395 个观测值，保留 56 至 70 岁样本后，还有 117 255 个样本观测值，剔除自雇和农林牧渔就业样本 1 422 个，

剔除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样本 2 234 个，最终得到 113 599 个样本观测值。

②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于 1994 年开始实施，在本文样本期间内，样本中各地区均已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且本文作者收集的历年最低工资

数据较全面地覆盖了全部样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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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标准相比，全样本中，平均有

接近 10% 的受雇者的月工资位于

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具体分

各年龄段来看，年轻群体和老年群

体中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比例

最高，其中 56−70 岁的受雇群体中

达到 13.8%。图 3 展示了老年就业

群 体 的 工 资 分 布 情 况 ， 可 以 看 出 ，

在最低工资处聚集了大量老年群

体。这说明，最低工资政策对老年

劳动力市场有着较强的干预作用。

分性别来看，各个年龄段下，女性

受雇群体中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

比 重 均 高 于 男 性 群 体 。 其 中 ，

56−70 岁 的 受 雇 群 体 中 ， 女 性 有

30% 受最低工资影响，而男性仅为

10.7%。因此，老年女性就业群体的

就业质量更需要关注。分受教育程

度来看，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受最低

工资影响普遍高于大学以及上。

四、实证结果

×

（一）基准回归结果。表 2 为采

用 线 性 概 率 模 型 回 归 的 结 果 。 列

（1）至列（3）是基于方程（1）的回归

结果。其中，列（1）仅控制区县固定

效应和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结果

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升 10%，55 岁以上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概率上升 1.18 个百分点，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列（2）加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每上升 10%，

55 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提升 1.3 个百分点，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列（3）进一步加入了城

市层面控制变量，结果依然稳健。

上述回归结果是基于最低工资调整与当地经济发展趋势无关的假设。为了控制这一潜在

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在列（4）进一步控制了地区时间趋势。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每上

涨 10%，55 岁以上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概率显著上升 1.44 个百分点，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结果依

然稳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高了我国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概率。列（5）以“是否就业”

为因变量对 55 岁以上老年群体进行回归，以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老年群体劳动供给和

表 1    各年龄段群体的就业情况

20−30岁 31−40岁 41−55岁 56−70岁 全样本

劳动参与率（%） 73.1 95.8 81.1 18.1 70.5

就业占比（就业人口/总人口，%） 61.9 88.9 76.1 17.2 64.9

家庭财产性收入（元） 718 621 681 512 638

受教育程度（占比，%）

小学及以下 0.9 1.5 5.4 22.2 7.1

初中　　　 10.4 21.3 31.1 34.2 26.2

高中　　　 38.1 35.6 39.3 27.2 35.8

高中以上　 50.6 31.6 24.2 16.4 30.9

周工作时间①（小时） 41.8 41.8 41.2 40.4 41.5

月工资②（元） 1 144 1 372 1 396 1 437 1 353

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比例（%） 14.2 7.5 9.0 13.8 9.5

男性　　　 12.8 4.5 5.4 10.7 6.5

女性　　　 15.4 10.4 14.0 30.2 13.3

高中及以下 18.4 11.7 11.9 17.4 12.9

大学及以上 10.2 2.5 2.3 5.6 4.1

　　注：周工作时间和工资变量统计范围仅包括受雇样本。

 

0.4

0.3

0.2

0.1

0

0 2MW

月工资/当地最低工资

概
率
密
度

4 6 8 10

图 3    老年就业群体工资概率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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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使用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仅 2006 年及之前年份的数据提供了劳动者上个月的劳动时间变量。因此，表 1 中仅统计了

2002−2006 年工作时间信息。

② 由于城镇住户调查中统计的收入信息为当年总收入，因此，本文假设个体工作了 12 个月，将年总工资收入除以 12 得到月工资收入，

并以 2002 年价格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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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 10%，老年群体的就业水平提高 1.43 个百分点，且

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2    最低工资对 55 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1） （2） （3） （4） （5）

最低工资对数 0.118*** 0.130*** 0.126*** 0.144*** 0.143***

（0.040） （0.036） （0.037） （0.042） （0.039）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宏观经济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趋势 否 否 否 是 是

常数项 −0.542** −0.682*** −1.633** −2.057*** −2.242***

（0.248） （0.223） （0.698） （0.457） （0.471）

样本量 113 599 113 599 113 599 113 599 113 599

R-squared 0.039 0.200 0.200 0.201 0.19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区县聚类标准误，下表同。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学历、性别、婚姻状

况、少儿人口比和老年人口比。
 
 

（二）稳健性检验。

×

1. 区县层面。基准结果主要是分析了最

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概

率的影响，参考已有关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

研 究 的 模 型 设 定 （ F a n g 和 L i n ， 2 0 1 5 ；

Allegretto 等，2017），以区县层面的劳动力占

比为研究对象，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至列（3）的被解释变

量为各区县 55 岁以上群体中的劳动力占比，

列（1）仅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以及省份 年份

固定效应，列（2）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层面的人

均 GDP、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在岗职工人数、

年末总人口数和平均受教育水平①等宏观经济变量，列（3）又进一步控制了地区时间趋势。列（3）

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 10%，地区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 1.33 个百分点，与

上文结果一致。

2. “堆叠”DID。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采用的是非单一标准，各省份自主确定本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和调整时间。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符合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典型特

征。当处理效应随时间变化时，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会因受到“坏的控制组”影

响而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利用“堆叠”DID 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图 4所示。可以看

出，以处理前一期作为基准组，处理当年的政策效应显著为正，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大。在处

理后的第二年，政策效果依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前文的分析。此外，处理前两期的政

策效果并不显著，说明本文的研究设计符合平行趋势检验。

表 3    最低工资对老年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区县层面

Log（劳动力/总人口）
（1） （2） （3）

55岁以上 55岁以上 55岁以上

最低工资对数 0.135**（0.057） 0.125**（0.056） 0.133*（0.06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趋势 否 否 是

样本量 2 797 2 797 2 797

R-squared 0.602 0.609 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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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变量基于 UHS 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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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1. 分性别、技能水平和地区的结果。为

了进一步考察最低工资对不同群体劳动参与

的影响效果，本文分性别、技能水平和地区进

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 Part
A 是对个体劳动参与的回归结果，Part B 为个

体是否就业的影响结果。考虑到相比于男性

群体，年长的女性可能更倾向于照顾孙辈，工

作意愿可能相对更低，列（1）和列（2）给出了

分性别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系数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高了男性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

概率，最低工资每上涨 10%，男性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概率增加了 2.28 个百分点；对女性而言，

最低工资上涨对其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显著。对此的解释是，相比于男性老年群体，女

性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缺乏弹性，不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受身体健康

和法定退休年龄的影响，相对于男性，女性老年群体通常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隔代

照料现象在中国较为普遍，为了减轻成年子女养育孩子的负担，女性老年群体倾向于在家照料

而选择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水平的回归结果同样如此，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男性老

年群体的就业概率会提高 2.37 个百分点，对女性群体无显著影响。
  

表 4    最低工资对不同老年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

（1） （2） （3） （4） （5） （6） （7）

男性 女性 高中及以下 高中以上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art A：劳动参与

最低工资对数 0.228***（0.070） 0.047（0.039） 0.130***（0.044） 0.121（0.104） 0.168***（0.046） 0.211**（0.102） −0.062（0.108）

R-squared 0.185 0.076 0.181 0.255 0.213 0.182 0.190

Part B：就业

最低工资对数 0.237***（0.065） 0.039（0.039） 0.132***（0.041） 0.110（0.104） 0.172***（0.045） 0.161*（0.086） –0.016（0.106）

R-squared 0.178 0.078 0.168 0.250 0.203 0.179 0.1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6 880 56 713 94 962 18 606 58 353 38 158 17 088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区县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学历、性别、婚姻状况、少儿

人口比、老年人口比和城市层面宏观经济变量，下表统同。
 
 

由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低技能老年群体可能更容易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根据受教

育程度将劳动力划分为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技能群体的影响效果。

具体地，将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下的群体定义为低技能者，大学及以上为高技能者，回归结果如

表 4 列（3）和列（4）所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低技能老年群体的劳

动参与概率显著提高 1.3 个百分点，但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就业水平来看，最低工资

标准每上涨 10%，能使低技能老年群体的就业概率提高 1.32 个百分点。

考虑到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相应的生活成本也高于西部落后地区，老年群

体的就业意愿可能相对更强。表 4 列（5）至列（7）给出了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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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标准每上涨 10%，东部地区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概率能显著提高 1.68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

能提高 2.11 个百分点。但是，最低工资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更加频繁，且政策执行力度更强，使得最低工资政策能有

效干预当地的劳动力市场（Fang 和 Lin，2015）；另一方面，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也为低技能劳

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更具有弹性。对就业的回归结果显示，

最低工资对东部地区的老年群体就业影响最大，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当地老年就业水平会

提高 1.72 个百分点，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相应地，中部地区老年就业概率能增加 1.61 个百分点，

但仅在 10% 水平上显著。比较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中部地区老年群体的劳动供

给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最为敏感，但其就业水平受到的影响要小于东部地区，且统计显著性

降低。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中部地区的老年劳动力市场更需进一步完善，以满足中部地区老年群

体的就业需求。

E1 E2

2. 按家庭财产性收入分组。家庭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较高的家庭

财产性收入会产生财富效应，降低劳动参与意愿，而家庭财产性收入低的群体，其工作意愿可能

相对更强，保留工资可能位于 和 之间。本文根据所在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将 55 岁以上老年群

体划分为三个子样本，分别是家庭无财产性收入、低财产性收入（低于有财产性收入群体的中位

数）和高财产性收入（高于有财产性收入群体的中位数）的家庭。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

要提高了无财产性收入和有较低财产性收入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和就业概率，而对有高财产性

收入的老年劳动参与和就业均无显著影响。①

3. 区分法定退休年龄前后。为了分析最低工资对于法定退休年龄前后老年群体的影响差异

性，本文进一步区分老年群体的年龄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对于处在法定退休

年龄前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和就业概率正向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处于法定退休年龄前的老

年群体身体状况相对更好，劳动参与意愿也相对更高。②

（四）进一步讨论。

1. 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就业类型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最低工资如何影响老年群体劳动

供给，本文根据 UHS 调查数据，分别分析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进入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离退

休再就业和离退休行为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将就业类型为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城镇集体经济单

位职工和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定义为正规部门就业，把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者以及其他

工资收入大于 0 的就业者定义为非正规部门就业，此外，数据中直接定义了离退休再就业和离退

休群体。表 5 为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全样本回归，列（2）和列（3）为以 60 岁为界限划分的退休

年龄前和退休年龄后老年群体。

列（1）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每上涨 10%，老年群体受雇于正规部门的概率在 5% 水平上显著

上升 0.7 个百分点，而对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并无显著影响。这比较符合现实情况，非正规部门

中的受雇者大多为临时工等灵活就业群体，通常无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较难受到监管，因此难以

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约束。离退休再就业和离退休行为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

老年群体选择离退休再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了 0.65 个百分点，且显著降低了离退休概率。这说

明老年群体中存在着较大的劳动力资源潜力，一方面，已退休人员中仍有一部分有较强的就业

意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激活这些老年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降低老

年群体的离退休概率，通过延长老年群体的工作年限，进一步发挥老年群体的人口红利。

颜    迪、张    尉、罗楚亮：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① 限于篇幅，此处并未展示表格结果，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② 限于篇幅，此处并未展示表格结果，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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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2）和列（3）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主要增加了法定退休年龄前老年群体进

入正规部门的概率和增加了法定退休年龄后

老年群体的离退休再就业概率；对离退休的

回 归 结 果 表 明 ， 最 低 工 资 每 上 涨 1 0 % ，

56−59 岁老年和 60 岁及以上老年的离退休

概率分别下降 2.37% 和 0.94%，这说明，最低

工资标准上涨主要降低了老年群体提前退休

的概率。

2. 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工作时间与工资

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最低工资对老年群

体 工 作 时 间 与 工 资 的 影 响 ， 结 果 见 表 6， 因

UHS 数据中工作时间只有 2002 年至 2006 年

数据，因此前两列仅保留 2002 年至 2006 年样

本。表 6 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就业老

年群体的工作时间无显著影响，但对全部老

年群体的工作时间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这也

再次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提高了老年群体

就业率。对月工资的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

资标准上涨提高了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且

在 1% 水平上显著；列（4）的结果显示，最低工

资标准上涨不仅让未就业老年群体受益，也

提高了已就业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

3. 利用 CHIP2013 年和 2018 年的分析。

上述分析主要利用的是 UHS2002−2009 年的

数据，呈现的是 21 世纪最初十年中最低工资

政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随后，中国

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加速，最低工资制度愈加

完 善 ， 城 镇 劳 动 力 市 场 也 发 生 了 较 大 变 化 。

基 于 数 据 可 获 得 性 ， 本 文 使 用 2 0 1 3 年 和

2018 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镇样

本来讨论随后时期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劳动

供 给 的 影 响 。 ①表 7 为 基 于 CHIP2013 年 和

2018 年的回归结果，列（1）至列（3）为最低工

资对老年群体是否参与劳动的回归结果，列

（4）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就业。所有结果均显示，最低工资政策显著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劳动供

表 5    最低工资对 55 岁以上老年人

就业类型的影响

（1） （2） （3）

55岁以上 56至59岁
60岁及以

上

Part A：

正规部门就业

最低工资对数 0.070** 0.138** 0.017

（0.033） （0.064） （0.028）

R-squared 0.181 0.364 0.072

样本量 113 599 41 288 72 300

Part B：

非正规部

门就业

最低工资对数 0.008 0.001 0.007

（0.016） （0.036） （0.011）

R-squared 0.040 0.086 0.037

样本量 113 599 41 288 72 300

Part C：

离退休

再就业

最低工资对数 0.065** 0.063 0.065**

（0.026） （0.039） （0.030）

R-squared 0.048 0.066 0.055

样本量 113 599 41 288 72 300

Part D：

离退休

最低工资对数 −0.169*** −0.237*** −0.094**

（0.048） （0.091） （0.037）

R-squared 0.196 0.373 0.088

样本量 102 371 38 043 64 3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年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表 6    最低工资对老年群体工作时间与工资的影响

（1） （2） （3） （4）

工作时间 月工资

全样本 就业样本 全样本 就业样本

最低工资对数 0.395** 0.010 0.986*** 0.322*

（0.200） （0.082） （0.259） （0.193）

控制变量 是 否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趋势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64 651 11 399 113 533 19 440

R-squared 0.187 0.238 0.204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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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IP2013 年和 2018 年数据涵盖了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和新

疆 16 个省（市、自治区）。与 UHS 数据相比，首先，CHIP 数据调查的样本量要小于 UHS，但同样是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大样本框内，均是分

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其次，CHIP 收入消费等过录数据即是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日记账数据，UHS 由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获得，样本具有可比

性。最后，由于 UHS 近几年具有全国层面代表性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此处使用 CHIP 最新两期调查数据对结果进行补充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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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表 2 相比，表 7的回归结果表明，近年

来最低工资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效果更

强。本文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随着医疗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老年

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劳动供给弹

性更大；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最低工资制度

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对最低工

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使得

最低工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各区县最低工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中国城镇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55 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

与概率会显著提高 1.44 个百分点。基于区县层面的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当

地 55 岁以上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会显著提高 1.33 个百分点，表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进一步地，

考虑到最低工资影响效果的时间异质性，本文采用“堆叠”双重差分估计方法（Stacked DID）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概率，且该效

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根据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

显著提高了家庭中无财产性收入和低财产性收入老年劳动参与概率，而对有高财产性收入的老

年群体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根据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老年群体劳动

参与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女性和高技能群体，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 10%，男性和教育水

平为高中及以下的低技能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概率分别显著提高了 2.28 和 1.3 个百分点。

本文的研究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人福利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依据和借鉴意义。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相关部门应适度提

高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一方面，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水平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尤其是低技能老年

群体的就业规模和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水平有助于激活老年劳动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缓解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从而有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

监管作用，增强对老年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最低工资作为干预劳动力市场和保障低收入群

体收入的重要政策手段，充分发挥其政策效果离不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监

管，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将有助于提升最低工资的执行力度，有助于保障低收入老年群体

的福利；在非正规就业中，最低工资政策执行力度较差，而非正规就业又是老年就业的主要形

态，因此需要增强对非正规就业中的最低工资政策监管。第三，完善老年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搭

建老年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相关就业服务。通过对老年就业服务平台的完善，为有

就业意愿老年人提供工作信息和工作指导，并为其提供相关技能培训，将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

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最低工资的调节作用；此外，也可以通过培育更多

老年就业岗位和更加多样化的老年就业模式来促进老年群体就业。

表 7    基于 CHIP2013 年和 2018 年的回归结果

（1） （2） （3） （4）

劳动参与 劳动参与 劳动参与 就业

最低工资对数 0.885** 0.845*** 0.680** 0.654**

（0.353） （0.322） （0.283） （0.281）

个体和家庭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 913 7 902 7 902 7 902

R-squared 0.089 0.205 0.207 0.207

颜    迪、张    尉、罗楚亮：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① 2011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

标准年均增长 13% 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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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Wage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China

Yan Di1,  Zhang Wei1,  Luo Chuliang2

(1.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decline of birth rate, the problem of popula-

tion aging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n the one h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decline; as China’s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is relatively early,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elderly is also relatively low, which may lead to insufficient labor supply.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public pension expenditure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population aging, China has proposed “a national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labor supply of the

young elderly in urban China. There is a lot of literature on the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 but little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imum wage. Minimum wage is a crucial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in the

labor market. With the increase of minimum wag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may change. Based on

the urban household survey data and the minimum wage data at the county level,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the labor supply of the urban elderly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Stacked

DI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an increase of 10% in minimum wag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urban elderly aged 56 to 70 increases by 1.44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the increase in minimum wage mainly affects the male elderly, the elderly with low-skill and low-property in-

come, and the elderly from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emale elderly, the

elderly with high-skill and high-property income, and the elderly from western regions. Minimum wage signi-

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elderly entering formal sectors and re-employment after retirement, and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retirement,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formal sector employment. The in-

crease in minimum wage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wage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certain reference for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improving the

welfare level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arket interven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above con-

clusion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Raising minimum wage will help to activate the elderly labor resources, im-

prove the employment scale and welfare level of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low-skilled elderly, and alleviate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population dividend caused by population aging;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egulatory role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nimum wage

will help to strengthen the employment protection of the elderly labor market and ensure the welfare of the

low-income elderl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employment,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elderly human resource service system, and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skill and employability of the elderly and better play the regulatory role of

minimum wage.

Key words:  minimum wage； the elderly； labo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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